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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我国当代公共管理的启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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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公共管理指国家、政府及社会组织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，从这个意义上看，我国古代也存在公共管理。
我国璀璨的古代文化酝酿出诸如谏议制、基层自治、宰相制和科举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，在对我国历史产生重要影
响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的发展，对我国当代公共管理也有一定的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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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nlightenment of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
to the Contemporary Public Manage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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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School of Business，Qingdao University，Qingdao 266071，China)

Abstract: Public management refers to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affairs． In this sense，the public management had
existed in ancient China． In the ancient time，there were a series of political systems，such as the criticism system，
the primary-level self-governing system，the prime minister system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，which
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，and meanwhile，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．
Contemporary public management can seek inspiration from the ancient political systems．
Key words: ancient political system; public administration; the criticism system;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;
the prime minister system

公共管理( public management) 可以说是一个舶
来词，自上世纪传入中国，关于它的各种研究、讨论
始终未艾。“公共管理”一词可分解为“公共”和“管
理”。大抵因中国古代家国同构、家国一体，所以往
往被认为不存在“公共”意识，也就不存在公共管
理。作为一个文明古国，中国在创造出伟大文化的
同时，也衍伸出具有鲜明特色的政治思想、文化和制
度，对当时及后世产生深远影响。本文将就中国古
代究竟有没有公共管理这个话题展开，继而以谏议

制为例，并指出它的利弊得失，最后点明我国究竟需

要什么样的公共管理，即中国当前公共管理从古代

政治制度中得到的启示。

一、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公共管理

学术界对于“公共管理”的概念界定及逻辑起

点莫衷一是，而其与“公共行政”、“行政管理”的区
分更是众说纷纭，本文不拟作进一步比较、评述。实
际上，公共管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，远在原始时

代就有了公共管理萌芽，但尚不是一种自觉的、有意
识的行为; 而到了奴隶时代，东西方文明古国都积累

了较为丰富的公共管理思想，只是未形成系统; 封建

时期，在公共管理上，东方国家注重民本，而西方国

家注重民主; 及至资本主义时期，才产生现代意义上

的公共管理，不过也依然历经数次演变。［1］本文将
公共管理界定为“国家、政府及社会组织对于社会
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活动”。因此有了国家与社
会，并设置了相应的国家机构及社会组织对各项公

共事务予以管理，就存在公共管理。
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早期国家的产生，尽管

夏实行禅让制，是所谓的“家天下”，但此时国家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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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了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意识。《尚书·甘誓》
记载:“大战于甘，( 启) 乃召六卿”。六卿是指: 后
稷、司徒、秩宗、司马、士、共，他们协助夏王对国家事
务进行管理，能够对夏王的重大决策提出建议。他
们平时是行政长官，战时又是军队将领。［2］44，89“夏
有乱政，而作禹刑”，夏朝制定了对付奴隶反抗的刑
法，并且设置了监狱。《竹书纪年》有载“夏帝芬三
十六年作圜土”，圜土即是当时的监狱。此外，夏朝
为维持国家开支，还创立了税收制度，《史记·夏本
纪》记载: “自虞夏时，贡赋备矣”，《孟子·滕文公
上》有曰:“夏后氏五十而贡”。［3］6 － 7夏以后的商、周
在各项国家事务的管理中都有所发展。
谭嗣同曾有言“中国两千前之学荀学也，两千

年之政秦政也”。秦统一六国后，为巩固和加强对
全国的统治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如集中权力，实行

君主专制; 废除分封制，实行郡县制; 统一货币和度

量衡，“车同轨，书同文”等。此时中央和地方的政
府机构都初具规模，并较好地分配了对于国家各项

事务的管理。首先，以中央来看，秦在皇帝之下设置
丞相、太尉和御史大夫，并分别设置相应的办事机
构，“三者构成对全国发号施令的总枢纽”，总枢纽
下设九卿，其中: 奉常掌管宗庙礼仪; 郎中令掌管

“宫殿掖门户”，统辖皇帝的侍从警卫; 太仆掌管宫
廷舆马和国家马政; 廷尉掌管行辟，是中央最高司法

机关的长官等。［3］47 － 48其次，从地方看，郡是秦朝地

方机构的最高一级政权，设有郡守，郡守之下有主管

军事的郡尉和负责检查的监御史; 郡之下是县，设有

县令、县丞和县尉，分别主管政务、监管司法，以及征
招和训练军队; 县以下是乡、里等基层组织，乡设有
主管官吏的“有秩”、管理封建教化的“三老”、管理
司法和赋役的“啬夫”以及管理治安的“游缴”，里设
有“里正”，掌管一百家，百家按什伍组织编制户籍。
此外，每十里设一亭，负责侦查和维持治安。［3］49 － 50

“汉承秦制”，此后的政治制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
沿袭。
由此可见，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已比较周详，对

于国家、社会的事务管理也较完备。尽管有学者指
出，古代的“公共管理只是阶级专政的附庸，它的形
式和内容都服从阶级统治的需要，即通过直接地为

公共利益服务来间接地服务于阶级的政治统

治”［1］，也有学者认为，“以皇权专制著名于世的古
代政府管理谈不上公共性，也很难与公共管理划等

号”［4］。本文不否认这样的观点，只是从公共管理
的丰富内涵里指出中国古代也是存在公共管理的这

样一个分解内涵。

二、中国古代公共管理的得与失: 以谏议
制为例

钱穆曾指出，“所谓得失，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
判定。而所谓利弊，则指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
而觉出。”因此，他提倡要明确“历史意见”，也就是
当时人们所具有的意见，而不能仅以如今的眼光来

给出“时代意见”。［5］3关于中国古代公共管理的利弊
得失，本文不拟过度铺陈，仅以谏议制度做简要

说明。
中国古代的谏议制极具特色，然而今日已消失，

从“今日消失”这个角度看，它是“过去有得”的。所
谓“谏议”，即“古代臣下向君主提出建议或规劝，以
减少决策失误和改正谬误”［6］，它包括进谏和纳谏
两部分。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谏议制萌芽，殷
商以后则出现了以进谏为主的职官。据《周礼·地
官》载，西周设有“司谏”，“掌纠万民之德而劝之”;
另设“保氏”，“掌谏王恶，而养国子以道。”［6］春秋时
期，齐设“大谏”，赵设左、右司过以掌谏议。秦汉时
期是谏议制度的发展阶段，设立了专职谏官和专门

衙署。秦朝设谏议大夫，专掌谏议，属郎中令; 设给
事中，既负责谏议，也负责监察。汉将郎中令改为光
禄勋，谏议大夫改为光禄勋下属。秦汉的御史大夫
是最高监察长官，亦负有谏止或纠正朝廷“阙失”之
责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散骑常侍掌言谏，不典实事。
到了唐宋时期，谏议制度发展成熟，其主要标志是唐

设置了谏官组织，有左右散骑常侍、左右谏议大夫、
左右补阙、左右拾遗等，左右分别隶属门下省和中书
省。谏官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国家决定的政策、法
令等，如认为不妥，可向皇帝规谏。五代时期专设谏
院，以给事中为主官。宋代将“拾遗”改为“正言”，
将“补阙”改为“司谏”，设独立的谏议机构———谏
院。谏议大夫和散骑常待改为荣誉性的寄禄官，仍
可上书言事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宋代谏官不仅可以向
君主进谏以匡正时弊，而且可以弹劾百官。此外，宋
代谏官还可以谏请君主更改有误的诏令，对君主不

经封驳而违背常制下达的诏书可以谏阻，这类诏书

习称为“内降”。［6］

然到了元明清时期，谏议制度却渐趋衰落。元
朝开创了“台谏合一”，不再设谏官，其谏职转移到
御史身上，以御史兼谏议之事［2］284。给事中一职虽
得以保留，但已转属起居院，专门为皇帝撰写起居

注，完全失去了谏议功能。明朝改御史台为监察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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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设具有独立监察权的六科给事中，分别是: 吏、户、
礼、兵、刑、工六科。明朝有所谓“科道言官”，是指
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，前者负责监察中央

六部，后者负责监察地方十三行省，二者在监察的同

时兼负进谏之责。清朝则将六科归入了都察院，科、
道并为一体，连互相监督的功能也消失。这表明，
“对君主谏劝的功能越来越弱化，而对臣下监察的
功能却越来越强了。”［6］有学者指出，谏议制度的演
变“实际上是与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化成反比而消长
变化的”，［7］最终随着君主专制制度走向极端而
衰败。
古代谏议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种行政管

理方法的改进，有其积极作用［6］，如: 对君主个人来

说，进谏可以有效防止其堕落，避免陷入骄奢淫逸;

从国家决策看，可以广泛听取臣下进言，防止或减少

重大失误; 第三，可以营造出一种较为民主的氛围，

使朝政清明，同时有力制约权臣。但由于受时代所
限，尤其是在君主专制下言谏施体与受体地位的失

衡更使得谏议制受到制度与结构的局限。表现在:
第一，没有法律约束力。它在性质上更接近于规劝
或咨议，其地位是以封建帝王的个人修为和统治需

要为转移的。而且中国古代朝廷既设谏官，又多方
掣肘以削其势。甚者谏官还会受到各种迫害，明代
有谏官因进谏而被廷杖至死者。［7］中国古代谏议制
度“并没有定型化的法规、没有法律至上，当然也就
根本不能体现出法治优于人治、普遍守法、良法之治
的内在规定性”。［8］第二，不具备分权与制衡的实
质。中国古代谏官从表面看具有特殊权利，可以监
督君主，体现出对君主权力的制约，唐朝更是发展出

谏官参与决策的封驳制度，但是最终决策权仍在君

主手中，这与西方对君权的分权与制衡不可同日而

语。［8］第三，谏官的个人素质参差不齐。虽然中国
古代有许多敢于直言力诤的谏官，但也不乏部分谏

官出于私心进行政治投机。此外，谏官也往往容易
卷入朋党之争，沦为政治工具。

三、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管理

近代中国不断向西方寻求治国理想，实际上很

多国外专家“一直认为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管理才
能和组织才能”［9］318，只是“中国人的政治理论，早
和现实政治融化为一体了”［5］24，所有的政治理论和
思想都直接用在了现实政治中，所有的政治制度都

是一种实际操作。马克斯·韦伯曾提出三种类型统
治［10］56 － 57 : 基于权威的传统型、依靠个人崇拜的超凡

魅力型以及建立在契约之上的法制型。而近现代国
家尤其注重第三种统治类型，由于各式原因，我国恰

恰在这条法制道路上“落伍”。前文提到的谏议制
度就是具备法制因子，但无法制实质的表现之一。
然而历史没有正误，历史值得反思，我国当代公共管

理可以从古代寻得部分启示。
( 一) 公共管理应强调“公共性”
“公私事务的区分是人类的一大发明，因为正
是有了这种区分，才有了公共事务管理的基本需要，

才有了古代与现代的民主观念，也才保证了公民积

极性在公私两个领域的发挥。”［11］虽然从一般意义
上讲我国比较缺乏公共意识，但是历史上对于“公”
的讨论和强调却不胜枚举，比如天下为公、大公无私
等词语的使用即是一例，有台湾学者曾对中国历史

上“公”的演变进行过研究，得出了“五种类型说”，
譬如它代表了朝廷、普遍、天理、道义等［12］75 － 100。但
是其与现代意义上的“公共”，尤其是公共管理语境
中的“公共”不可同日而语。
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管理“是一种为实现公共利

益而进行的公共部门管理活动”［13］，其公共性的内
涵体现在: 第一，主体的公共性。国家、政府和社会
组织共同构成公共管理的主体。第二，价值观的公
共性。体现在平等、正义、民主以及责任心等方面。
第三，手段的公共性。管理主体运用公共权利实现
管理目标，公共权力是公共管理活动的基础和后盾。
第四，对象及目标的公共性。公共管理的客体或对
象是公共事务，要达到的目标或宗旨是实现社会公

众的公共利益。［13］从这个语义上看，中国古代的公
共管理既不存在对“公共目的的执行”，也不存在对
“公共目的的创造”，［14］这是时代所致，也是历史局
限使然。反观历史，一个朝代的盛衰之因可归结为
“公权力的核心是不是开放的”［15］9，“如果一个政府
的核心团体足够开放，可以不断吸收新鲜血液，不断

地面对新问题，这样的核心就不会和百姓脱

节”［15］9。在当代公共管理语境下，这种开放的核心
就是对公共性的追求和体现。

( 二) 公共管理是系统工程
任何一种管理思想或方法、制度，都不是孤立存

在的，必有与之相配合的其他方面，从而构成一个整

体。“若其他情况变了，此项制度之功效及性能亦
将随之而变”［5］91 ; 反之，某项制度的改变往往也会
引起其他制度的改变。以宰相制度为例: “宰”在封
建时期是公卿贵族的管家，到了秦朝统一，“化家为
国”，“宰”就不仅仅要管理皇家事务，也要管理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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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务了［5］6。在汉朝，“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，而唐代
宰相则采用委员制”［15］38。汉朝宰相一人掌握行政
权，御史大夫掌握监察权; 唐朝是“三省”: 中书、门
下、尚书省，职权会合才等同于汉朝宰相，并且没有
监察 权［5］39。到 了 宋 朝，“君 权 就 重，相 权 就
轻”［5］80，宰相只是奉皇帝命而行事。终于到了明
朝，宰相废止，“一切事，总之是皇帝最后总其
成”［5］107 － 108，而另设内阁，由内阁大学士负责协助

皇帝处理政事。历史上宰相的变化或曰“相权”的
变化始终是与“皇权”相配合的，同时相权的变动也
引起了国家机构与社会组织的相应变化。总之，古
代的趋势是相权不断削弱，君权不断加强，以不断符

合专制统治的需要。当前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则是
建立在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上，配合我国现有的法

律、制度，并从宏观上考虑到社会、经济、生态发展的
各个方面。

( 三) 公共管理可反躬自思，探寻本土化
前文已提到，“公共管理”是一个舶来词，国内

对于公共管理的研究习惯从西方着手，自威尔逊开

始的古典行政管理研究，到新公共行政研究，再到新

公共管理研究等，希望从中汲取可用之处于我国实

践。鉴于国情不同，科学的态度应是立足国情，寻找
“自根自生”的管理制度和思想，或者在借鉴的基础
上努力实现“本土化”。比如，关于现在比较热的城
市社区自治话题，西方是有“市治”的传统，而我国
城市发展相对滞后，市民自主意识相对薄弱，一昧寻

求与“国际接轨”不见得就那么顺畅。实际上，在我
国古代政权末端“存在着一个广阔的自治空间”［4］，
其公共管理实践值得关注和研究，因为它“所显示
的社会自治力量及自治传统，与现代多元治理及建

构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是相通的”［4］。有学者归
纳出古代中国基层公共管理的实践形式，如乡里制

度下的乡里组织、宗族组织、族田和乡约，乡村特殊
的自治形式: 乡绅乡治，以及协作互济的民间组织:

私社、行会和商人会馆等［4］。它们是在国家政权系
统以外自发形成的组织，蕴含基层社会自主治理公

共事务的因素，以现代公共管理的视角解读，它具备

主体的“公共性”。以乡里组织为例，它自形成起，
就有明确的功能定位，即管理乡间公共事务，如组织

祭祀、劝农桑、修水利、维护治安、调解纷争以及道德
教化等，以维系乡里社会正常运行。中国古代基层
自治的鲜明特色在于以伦理治理为主导，这与中国

古代重“礼”是分不开的，而博大精深的“礼”是蕴含
在中国公共管理中的宝贵资源。

( 四) 公共管理要与时俱进
没有推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，也没有行之百世

而无弊的制度。每一制度的创立必有渊源，其运行
也历经流变。以古代选举制度为例，秦推翻了封建
世袭制度，“官”将所从来? 秦朝“审民能，以任吏”，
即根据被任命者为地主阶级办事的能力来任命官

吏［3］50。汉朝已有太学，太学的学生毕业考试分两
等: 甲科为郎，乙科为吏。地方也可以选举人才到中
央，实行乡举里选，并选举孝廉［5］12 － 14。到了唐朝，
选举基本上由考试制度代替。后乡举里选无法推
行，九品中正又变成门第拥护，唐便实行“怀牒自
列”，即自由竞选，自己报名参加中央考试［5］56。随
着考试人数增多，“公卷通榜”又怕滋生舞弊，于是
宋使用“糊名制”严防考试。［5］90明以后，科举分两
层: 下层是秀才、举人，没法当大官; 上层是进士与翰
林，也没有小官做。为了进一步使考试标准客观化，
明创制“八股文”［5］133。而至清朝，科举考试已不仅
仅是为了选拔人才，同时也是“羁縻牢笼之一
术”［5］161，为了“缓和汉族士大夫的敌对情绪，扩大
统治基础”，清朝在正科之外又加设特科，如“博学
鸿词科”、“太后万岁恩科”等［2］245。虽然以现代眼
光看古代选举或曰科举制有很多弊端，但它能够随

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得以调整，说明政策是“灵活”
的，这种与时俱进的思想值得肯定，关键是要在发展

中防止演变成为一项“坏”的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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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先自空江易断魂，冻云沾雨湿黄昏”﹑“西风剪出
暮天霞，万顷烟波浴桂华。渔笛不知羁客恨，直吹寒
影过芦花”这样意境深远的独特中国情调。
读者在了解作者生平背景的基础下，将庞德诗

歌中描绘的意境“判断”成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，最
后再用中文式诗画的古典语言将其诠释，效果明显

好得多。正是作者对这番天籁物象的精心选择使读
者仿佛置身于意象诗展现的那种迷漫而幽远的微

妙、“情喻渊深，动无虚散”的空灵之中。诠释此类
诗歌时，也应在“悬搁”的心境平和的超然状态下，
将诗歌语言﹑思想所含韵味联合史实加以融合，再

通过时间的加工，做出符合真理的“判断”。一言以
蔽之，“悬搁”思想，假以时间思索，再理性“判断”。

三、结语

诗歌意象是诗人言在此意在彼，写景则借景抒

情，咏物则托物言志抒情产生的。这里所写之
“景”、所咏之“物”，即为客观之“象”; 借景所抒之
“情”，咏物所言之“志”，即为主观之“意”: “象”与
“意”的完美结合，才是“意象”。西方意象派诗歌深
受其影响，因此不论是创作还是诠释意象诗歌，都需

要借助现象学的“悬搁判断”，为诗歌理解插上“直
觉”、“想象”和“思想”的翅膀，即理解诠释诗歌不应
盲目地就诗论诗，而应平心静气，“悬隔”理解的困
惑，浅啜细品，待时间与实践的考验佐证之后，再把

握诗歌的内容，进入诗歌的意境，感知诗人的情感，

最后对诗歌意象的寓意做出“判断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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